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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危機傳播是動態的話語衝突與調和過程，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

物，危機和風險的治理及秩序的重建是一個權力施用過程。媒體對風

險和危機的再現也是相應社會博弈和建構的產物。本文選取《南方周

末》、《南方都市報》、《新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四家媒體關於「5.12

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三大公共事件的媒體

知識分子時評，運用建構主義話語分析理路進行文本檢視，總結出國

家、個人、市場、及公民社會四個共識集束，並探討了中國媒體知識

分子如何基於公共利益，建構公共理性，推動危機、風險及其治理的

社會共識建構，深化了中國危機傳播研究的批判取向。

關鍵詞：媒體知識分子、危機傳播、社會風險、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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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sis communication involves discourse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Many 

social powers attempt to define where the risk lies in a certain society to deter-

mine risk administration and reestablishing order.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risis and risk become the 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compete 

and negotiate. 

With this premise, this paper explores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about 

three major crises in four Chinese liberal publications written by intellectuals.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common-sense 

approaches that include the state, individuals, civil society, and markets to 

examine how China’s media intellectuals pursue real criticism and represent 

the public’s interests. The criticism orientation of this crisis communication 

study is applied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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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年，中國經歴了年初雪災、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金融
海嘯等一系列危機事件，引發媒體關於危機管理、風險治理的集中呈
現。官方話語借助風險和危機型塑政府形象、宣揚官方意識型態，運
用發展、國家利益、現代化、市場化等結構性表述，把危機消解為政
治公關、實施補救和社會動員。而在風險社會中，維護媒體公共領域
的理念，以中國社會各群體利益、多元價值觀表達為訴求，拓展協商
討論的空間，社會整體受治於理性才能得到保障（徐賁，2009）。知識
分子作為社會批判的有力一環，他們的介入和賦權程度，對中國危機
傳播話語衝突和協調的走向影響至深。

危機傳播、風險社會與媒體知識分子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危機傳播研究經歴了一個從線性模式到
情境模式和社會文化批判取向的發展歴程。最初，組織被作為風險處
理的核心，務求按照危機發展的脈絡為組織開出合適的診斷書。1972

年，危機研究先驅查爾斯．赫曼（Charles Hermann）在《國際危機：從
行為研究角度考察》一書中如此定義「危機」：「危機是威脅到決策集團
優先目標的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決策集團作出反應的時間非常
有限，且形勢常常向令決策集團驚奇的方向發展」（Hermann, 1972）。
在這類模式的基礎上，曾經發展出兩個不同的路徑，即管理取向和修
辭取向。管理取向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傳者環節，即組織自身的自主
性、專業性及決策能力和傳播效率。修辭取向則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
信息環節，探討危機發生後的形象管理和辯護策略（史安斌，2008）。

20世紀80年代，烏里爾．羅森塔爾（Uriel Rosenthal）認為赫曼的
定義過於狹窄，將對危機的理解擴大到社會系統的層面。在《應對危
機：管理災難、暴亂與恐怖主義》一書中，他認為，「危機是對一個社
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規則架構產生重要威脅，並在時間壓力和不
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決策的事件」（Rosenthal, 1989: 78）。
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指出，危機是社會系統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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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值觀念的變化超出了其容許的極限、社會系統無法解決其駕馭
性問題，且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變化的價值觀念如
果不能維持社會系統的有機同一，社會調節系統就無法維持社會的規
範結構，社會結構的失序必然導致某些範圍甚至整個社會的危機（哈貝
馬斯，2000）。在此基礎上，以庫姆斯（W. T. Coombs）為代表的學者們
構建出一套「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引入了「危機責任」和「利益攸關
方」的概念，認為媒體和公眾對危機責任歸屬的認定決定了組織應當採
用的反應策略，確保組織在危機的不同階段所發出的信息及其所採取
的傳播、溝通策略能夠對利益攸關方產生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
社會、文化理論被引入危機傳播研究當中，形成了危機傳播研究中的
批判取向。它把危機傳播看作是一個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程，旨
在確立一種新的社會共識，從而建立一個有利於組織發展的傳播機制
和輿論環境。如麥克黑爾（J. P. McHale）等提出的霸權模式，強調危機
傳播是不同組織爭奪在傳媒、文化和意識型態領域內的領導權的過程
（史安斌，2008）。

另一個概念就是「風險」（risk）。在風險研究中，西方主要形成了三
種理論範式：一是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為代表，利用文
化人類學方法研究風險的「文化─象徵」理論。道格拉斯把風險意識看
作是人們應對緊張的一種手段，風險是一種在當代西方社會維護文化邊
界的手段。二是艾瓦爾德（F. Ewald）等人借助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提出的「治理性」理論。他們認為，從16世紀以來，一
個巨大的專家知識網絡已經形成，與之相伴的是圍繞這些知識的建構、
再生產、傳播和實踐而出現的各種機器和制度。主張這個理論的學者
強調在政府話語或戰略中「風險」的地位和作用，風險被理解為政府使
用其訓戒權力的一種戰略。三是以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 ·貝克（Ulrich 

Beck）、英國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為代表的
「風險社會」理論。他們側重於後現代社會中加深人們對風險關心程度
的宏觀結構因素，並認為後現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業和科學
是風險的主要制造者（楊雪冬，2009）。貝克這樣定義「現代社會的風
險」，「它是個人和群體在未來遇到傷害的可能性以及對這種可能性的判
斷與認知，表徵了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某種潛在狀態、社會張力乃至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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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貝克，2004）。與「風險」相應的概念還有「秩序」與「治理」。風
險是對現有秩序的挑戰，也為構建新的，更加安全的秩序提供了機會。
風險的客觀存在與主觀判斷共同決定了一個社會人們會選擇怎樣的工
具、方法以及制度安排來應對風險，這些選擇構成了治理形式，並產生
了相應的秩序。貝克還提出，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每個社會都有
它自己的風險目錄。對風險定義的爭論是社會利益衝突的體現形式，
因為如何定義風險直接關乎如何分配風險以及採取哪些措施預防和補償
風險（貝克，2004）。風險可以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力量，對風險的治
理和秩序的重建可以是一個權力施用過程，調整的是治理者與被治理者
的關係。同時，風險也可以帶來對社會的反思，而被治理者並不是被
動的，也能夠通過自己的策略和行動影響治理者。
西方學術界「危機」概念的變化和風險社會理論的提出是社會和公

眾為本的價值觀念凸現的過程。在中國，危機傳播研究自2003年非典
危機之後漸成顯學，但至今仍基本延續傳統的西方危機傳播研究路
徑，以功能觀點處理，將傳媒定位為輔助性的工具而非主動的角色，
注重研究媒體如何與政府相互呼應，化解危機，修補形象。這種模式
將政府和組織預設為危機傳播的主體，為危機處理提供危機管理和應
對策略，而對媒體在社會風險中的主動性認知建構和參與反思功能則
較少關注（史安斌，2008）。
本文將危機與風險置於中國社會系統和情境當中，檢視宏觀結

構、社會目標、價值觀等制度性安排與危機和風險的關聯，並採取批
判取向，將危機傳播視為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程，圍繞對危機責
任、利益攸關方、治理策略等的論述解構媒體對危機和風險的建構。
本文選擇媒體知識分子關於危機和風險的論述作為檢視文本。從

知識分子的歴史和功能看，公共性和批判性是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
郭中實和陸曄綜合中外學者的論述將知識分子定義為：掌握了文化知
識和技能（通常經過長期、系統的學習和訓練），以之從事知識、思想
和文化產品的創造與流通的職業，在社會中起到「知識、思想、價值觀
念、意識型態等」的「構造」、「闡釋」與「傳播」功能的人。知識分子作
為有能力向公眾和為公眾表達的一群人，他們既遵從自由與正義的普
遍原則，又始終處於普遍性與具體性的互動當中（郭中實、陸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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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朱蘇力對媒體知識分子的定義，將其視為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
在公共媒體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
識分子，或是由於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
業的知識予以大眾化並且獲得了一定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朱蘇力，
2004）。作為公眾生活中的兩大力量，媒體和知識分子的結合可以實現
單憑各自力量所無法實現的最大程度地將事實作為真相呈現給公眾的
使命。福柯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從自己所處的特殊位置，通過專業
分析的方式，揭示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會隱蔽的權力關係
（福柯，1997）。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積極稱道知識分子與媒
體的結合力量，稱今天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干預就是去干擾權力利用
日益強大的大眾傳媒所散布的形象、官方論調和托詞借口。這種干預
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己在媒體上說真話，一是批判現有媒體，使它
從不在乎說假話變為說真話（薩義德，2002）。媒體知識分子作為拆解
隱蔽社會權力關係、以專業知識與官方抗衡，行使社會批評職能的一
環，參與風險社會中之危機傳播博弈，對公共領域危機和風險的建構
和應對策略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本文將分析媒體知識分子如何確認
危機責任歸屬、界定利益攸關方、提出何種風險分配以及預防和補償
措施，及治理和秩序策略，揭示何種社會情境、系統結構和價值認
同。在論述中，又映射出何種普遍原則和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判
斷，以及其參與社會危機和風險協商的空間。

研究方法

本文以媒體時評作為分析文本，選擇《南方週末》、《南方都市
報》、《新週刊》、《三聯生活週刊》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間關於
「5.12四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三大事件的媒體
知識分子評論做文本檢視。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報》在國內率先
開辦時評版，隨後又增加個論版，採取欄目專欄與個人專欄相結合的
形式，刊登國內和海外學者、同行記者的時評文章。《南方週末》則以
《方舟評論》專欄和《自由談》版給學者開辟時評專欄。在新聞時事週刊
方面，《三聯生活週刊》（以下簡稱《三聯》）和《新週刊》作為時事生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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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刊，也是知識分子縱論時事、關心時代發展的重要平台。其中，《三
聯》將自己的讀者對象定位為受過高等教育、關心時代發展進程，不斷
從中尋找自己的新型知識分子，《新週刊》試圖影響意見領袖，注重觀
點集納（柳劍能、張志安，2007），他們的記者編輯自身也是具社會影
響力的知識分子型媒體人。
上述三大事件具典型性。大地震影響廣，各利益群體、不同價值

觀在救災賑災過程中爭論較量顯著，彰顯出中國社會博弈的基本面；
三鹿毒奶粉事件凸顯市場與政府、公眾利益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失調與
重建矛盾；金融危機將中國社會矛盾放大到國家利益層面，凸顯中國
在出入全球化過程中如何規避風險、實現自身轉型。同時，這三大危
機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它們背後呈現出的中國社會系統的基本
價值和行為框架一脈相承。因此，將這三個事件的時評進行統合交叉
研究，將呈現出圍繞公共危機和社會風險中國社會博弈以及媒體空間
的基本面貌。
本文將日報、週報、新聞週刊的內容交叉分析，旨在針對多樣性

的媒體定位和論述風格，覆蓋時評話題的廣泛性，體現專家、媒體人
等多元化作者對於危機和風險的多層面表達。這四家媒體的定位使其
對作者的選擇和話題的切入更具自由主義傾向，因此使得本文對媒體
知識分子的分析能夠與建制內的媒體話語保持距離，展現其現實批判
和理性思辨的維度。
本文採集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間關於三個危機事件的相關

知識分子評論，以建構主義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為主要理論基
礎和分析方法（李金銓，2004），進行排比閱讀和歸納分析。這一時期
既涵蓋5.12大地震發生一年間的所有相關評論，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其
後續評論，也是圍繞金融危機評論議題的全面展開集中時段。研究將
就時評議題、關鍵詞、標題、描述、及範例等層面加以分析。通過建
構時評話語分析框架、總結共識集束（common sense packages）、檢視
媒體知識分子如何借着一組論述建構中國的風險、治理及秩序，在文
本中定義風險、歸類責任、區別利益、形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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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分析

一、誰在論說危機和風險

本研究涉及到的媒體知識分子作者依據其隸屬之專業機構，可分
為三類，即來自大學及公立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來自民間機構的研
究者和獨立評論人，來自媒體的時評作者。他們的專業領域、問題意
識及價值取向如下：

1. 學者專家

作者及專業領域主要有：張鳴，政治學；何懷宏，哲學；唐昊，
法學；章立凡，近代史；劉煜輝、周滌華，金融學；雷頤，近代思想
史；張千帆，法學、政府管理學；楊濤，貨幣理論與政策；郭巍青，
公共政策、地方治理；邵建，文學；蕭雪慧，倫理學；郭金興，經濟
學；陳建華、羅志田，歴史學；錢瑣橋，比較文學；莊禮，國際政
治；徐賁、薛涌，旅美學者；劉瑜，旅英學者，李冬木，旅日學者。
學者專家主要來自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歴史學、哲學、經濟

學等專業。他們共同的背景是，在其專業領域的研究中，多以政治民
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為取向，以人權、近代史、公共政策
等中國社會結構和現代化問題為主要學術興趣。如郭巍青，主要研究
公共政策、政治制度、地方治理。邵建，從事思想史、胡適、魯迅研
究等。張鳴，著有《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章立凡，著述
涵蓋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團黨派史等領域。雷頤，主研方向是中國近
代思想史與當代中國史。而旅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對西方社會
思想和政治架構嚴謹而立體的觀察研究為背景，切入中國問題的討
論，如文化學者徐賁，著有《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政治學者劉瑜，
著有《民主的細節》等。

2. 民間或獨立經濟政策咨詢者

這些知識分子或隸屬民間經濟研究機構，或是獨立的經濟學者和
評論人。其中，吳向宏，任職國際商業與投資顧問，曾短暫供職於國
務院研究室。秋風，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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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理論的譯介研究，譯有《法國大革命講稿》、《知識分子為甚麼反對
市場》等。沈洪溥，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國書，
共贏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葉檀，經濟評論人。他們多為經濟領域的市
場派，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相信具體案例、歴史觀與經濟理論的結
合。

3. 媒體從業者

媒體人是時評作者中相當活躍的一群。他們有：長平，《南都週
刊》原副總編輯；陳敏，（筆名笑蜀），《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時
評家；何三畏，《南方人物週刊》主筆；王志安，中央電視台評論員；
張田勘，《百科知識》雜志副主編；朱偉，《三聯》主編；謝九，《三聯》
主筆；梁文道，香港媒體人，社會活動分子；劉洪波，《長江日報》評
論員；錢鋼，《唐山大地震》作者；洪晃，《世界都市 ILOOK》雜志主
編；以及《新週刊》執行副總編何樹青、主編朱慧憬、總主筆蕭鋒等。
這些媒體人時評作者具備豐富媒體從業經歴，熟練掌握評說工

具，並在其寫作中主張新聞自由、進行歴史省思。如長平，曾先後擔
任《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外灘畫報》副總編輯，《南都週刊》副總編
輯，因發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呼吁新聞自由而被撤職。
陳敏，著有《劉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學——蘇聯遺傳學劫難紀
實》等。梁文道，鳳凰衛視讀書節目主持人，著有《常識》、《弱水
三千：梁文道書話》等。

二、共識集束及評論數量分布

本文先將時評文本從危機和風險的責任、利益、及其治理策略進
行解構，再將其置於社會系統中，從現代社會管理和風險治理視角進
行重構。
現代社會管理理論認為，現代社會管理是多個主體互動形成的權

利關係與復合治理模式，是控制與服務有機結合的過程。國家組織、
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庭、個人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和行為者都是
社會管理的主體和治理的參與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過程之外。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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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不僅是對個體社會成員的控制，而且是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對個體
社會成員權利的保障和實現。復合治理也是一種合作互補關係。只有
合作，國家、市場以及公民社會這三大現代治理機制才能有效地發揮
作用，並彌補相互的缺陷。而且，這種合作不僅僅是民族國家內部
的，還是國際性和全球性的（楊雪冬，2009）。國家是其中功能最完
備，覆蓋範圍最廣的組織，是社會管理的核心主體。市場經濟、主權
國家、公民社會形成了社會管理的基本結構。個人是復合治理最基本
的單位，個人的自覺性和能動性及風險意識，個人是否將制度安排貫
徹到行動中，是使治理可持續運轉的保障。
關於國家和風險的關係，貝克指出，作為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國

家應對着三類風險：組織社會成員應對自然風險；調解社會內部關
係，緩和階層衝突的風險；避免其他社會攻擊的風險。國家治理的根
本目的是調節社會內部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國家的合法性並保持
已經建立的秩序（貝克，2004）。國家在整個治理結構中的中心地位，
使得絕大多數治理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公民社會和市場，而是國家本
身。國家中心的治理失效有三種基本形式：結構性失效、制度性失效
以及政策性失效（楊雪冬，2006）。這三種形式的治理失效出現在政
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諸多領域，直接或者間接地動搖了或者沖擊
着既有的穩定的社會秩序，影響着社會安全。
個人和家庭是私人領域治理的基本單位或機制，是公共領域中形

成規則的最根本的、最直接的踐行者，也是外部風險內在化最生動的
實踐者，構成了公共領域治理的微觀基礎和必要補充。
公民社會填補了國家和市場治理所遺漏和無法達到的領域。志願

行動、各類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是公民社會運行的重要方式。就
整個治理形態而言，公民社會可以調動必要的人力和物力來解決整個
社會遇到的具體問題，減少公共權力對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預，也把私
人領域中形成的共識通過言論及行動轉達給公共權力，同時減少市場
對社會的過度侵入。公民社會內部發生巨大的斷裂就會使得社會的集
體行動難以達成，既不能有效地制衡國家和市場，弱化它們帶來的風
險，也可能在社會內部誘發衝突和矛盾的危險，破壞整個社會的團結。
市場與國家建立了密切而且相互支持的關係。市場是生產風險的

CSJ15.indb			224 2010/12/30			4:06:59	PM



共識的焦慮

225

機制，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風險來源，其運行失誤會導致經濟動蕩，
並進而誘發更大範圍的社會政治風險，而這種風險在今天則是全球性
的。
圍繞國家、個人、市場及公民社會這四個權利責任及治理主體，

媒體知識分子對中國危機和風險的成因及責任歸屬，各利益方的權
利、責任及利益關係，以及治理措施和秩序重構，作出了判斷和分
析，其共識集束及數量分布情況如表一和表二所示：

表一：共識集束及評論數量分布

國家 個人 公民社會 市場 合計

《南方周末》 汶川地震 8 11 5 2 26

金融海嘯 29 3 2 11 45

毒奶粉事件 6 1 2 2 11

《南方都市報》 汶川地震 19 15 6 1 41

金融海嘯 26 1 2 4 33

毒奶粉事件 10 1 3 6 20

《新週刊》 汶川地震 3 12 2 0 17

金融海嘯 4 10 1 1 16

毒奶粉事件 0 0 0 0 0

《三聯生活週刊》 汶川地震 4 4 1 0 9

金融海嘯 9 2 0 2 13

毒奶粉事件 1 0 0 1 2

合計 119 60 24 3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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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週刊》及《三聯》評論所涉專題

汶川地震 金融海嘯

《新週刊》 2008年第11期：〈偉大的透明和
國家的成人禮〉
2008年第12期：〈活着：改變的
和不可改變的〉
2009年第9期：〈口述5.12： 汶
川大地震1周年祭〉

2008年第23期：〈這個冬天怎麼過〉
2009年第4期：〈不差錢， 就缺朋
友：蕭條時代的經濟學〉
2009年第10期：〈壞經濟會讓人變
好嗎〉

《三聯生活週刊》 2008年第 18期：〈生命高於一
切：汶川地震舉國大救援〉
2008年第19期：〈我們都要一個
家〉
2008年第20期：〈應急的速度：
13億同胞心靈正被洗滌〉
2008年第21期：〈吾國吾民：救
災改變的國民觀念〉
2009年第16期：〈四川精神進行
時：中國重建模式與制度變遷〉

2008年第23期：〈保衛股市：救市
的行政與市場途徑〉
2008年第26期：〈中國制造業的出
路〉
2008年第36期：〈正在流血的賺錢
機器：華爾街風暴後的中美角色轉
換〉
2008年第41期：〈中產階級的自救
與他救：股市樓市中的政府作用力〉
2009年第8期：〈讓利於民與經濟振
興〉

三、共識集束及其具體論述：

各共識集束的關鍵詞、議題及主要觀點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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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共識集束關鍵詞、議題及主要觀點

國家 個人 公民社會 市場

關鍵詞 凝聚力、體制漏洞、政策失
效、利益集團、信用危機

生命、自我膨
脹、物欲、感
恩、責任、利
他

志願者、民間
參與、民主自
治、權利均衡

市場機制、行
業規則、道德
底線、法律調
節

議題1 國家的凝聚作用：地震中的
舉國之力，金融危機中強制
性資源集中調節矛盾

大寫的人權：
生命權、財產
權、尊重人性

民間參與和民
間自治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

市場機制的不
完善和無序帶
來社會風險

議題2 結構性失效：政府的的功能
定位和權力來源，救市舉措
中政府是直接利益方，官場
中取悅於上而無視民瘼的傾
向

生活方式及價
值觀之困：重
新審視人和自
然、人和人的
關係，自我膨
脹的災民

公民社會的基
礎： 信息公
開、相互信賴

回歸市場根本

議題3 制度性失效：地震凸顯社會
福利、社會慈善、社會服務
等制度的薄弱；
金融危機顯示政府主導的金
融監管、消費模式、金融機
制缺陷，整個系統失靈；
奶粉事件中政府不對人民負
責，監管體系缺失

重拾正義與規
則：自由與責
任、 職業道
德、潛規則

政府與公民社
會的關係

議題4 風險治理及秩序：制度建設，
打破官民壁壘；經濟轉型

I. 國家

媒體知識分子肯定國家作為現代危機治理的核心，其權威性確保
了它成為整個社會最具有凝聚力的認同對象，使社會在危急時刻緊密
整合在一起，也對國家長期處於治理結構的中心地位，治理形態的單
一化導致「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風險困境，並造成的各種治理的失
效，提出了明確的質疑。

CSJ15.indb			227 2010/12/30			4:06:59	PM



22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5期（2011）

議題1：國家的凝聚作用

朱偉在〈吾國吾民：救災改變的國民概念〉（《三聯》，2008.6.12）中
肯定了在汶川地震中，「以軍民協調臨時性行政組織為特點的中國災害
衛生救援體制，國、民在其中水乳交融所形成的空前凝集力，才導致
了真正的舉國之力。」而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國家強制性和規
範性和滲透力使社會可以集中資源進行公共經濟秩序的調整和緩和社
會內部矛盾並避免經濟危機的進一步侵襲。」

議題2：結構性失效

更多的評論指出政府治理能力軟弱，無法負擔起應有的、提供社
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的功能，更無法保證市場和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行。
學者張鳴在〈政府道歉的標准文本〉（《南都》，2008.10.2）中指出，三鹿
奶粉事件石家莊政府的公開道歉，反映「地方政府的所謂政治敏感是不
給上級機關惹麻煩，而不是受毒奶粉傷害的廣大百姓的生命和健康」。
另一位學者蕭雪慧〈在寄望於「君子人格」靠不住〉（《南週》，2008.9.12）
中也認為，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目前體制漏洞給了官員很大空間在謀取
私利上伸展拳腳，如果不能釐清權力來源，就無法克服官場中取悅於
上而無視民瘼的傾向；如果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制衡，權力的胡作非
為也很難遏制。」

在金融危機中，學者邵建更明確指出，各地政府急於出手〈拯救樓
市並非「道德正義〉，（《南都》，2008.10.25）因為在房地產市場中，「地
方政府直接就是第一利益方，注定與正義無關，而地方政府在救市的
舉措中，首先謀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媒體人蕭鋒也稱〈僅有「個人信用」
是不夠的〉（《新週刊》，2009.5.12），現在最大的信用危機是政府信用，
「股市宏觀政策朝三暮四，證監會失信於股民，不僅使中國股市深陷泥
沼，也使國家信譽嚴重受損。」

議題3：制度性失效

結構性失效帶來的是規則的明顯缺陷、政策失效，而周期性政策
失效必然導致制度失效。如郭巍青在〈將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災後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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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南都》，2008.5.25）中認為，「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十分薄弱，
地震對政府提出了建立好災後對災區人民的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社
會服務等制度的要求」。學者劉瑜認為，要〈讓地震中的愛心大爆發變
成制度〉（《南週》，2008.5.29 ），還需克服中國慈善事業的制度瓶頸，
如「民間慈善組織發展的限制，捐款的稅收減免問題，及慈善組織的公
開透明性問題。」

法學家張千帆認為〈政府必須保障食品安全〉（《南都》，
2008.9.27），市場的失靈即意味着政府的責任。他提醒〈食品安全需要
司法保障〉（《南都》，2008.10.2）「高官問責制彌補不了中國行政執法體
制中的疏漏，如果不能從制度上保證政府對人民負責，重新確認並承
擔起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從根本上重構中國的執法體制，沒有甚麼
能保證三鹿奶粉的悲劇不會重演。」

面對金融危機，時評作者們更是直指政府主導的金融監管、消費
模式、金融機制的缺陷，認為是整個系統的失靈引發了全面的危機。
學者劉煜輝在〈中國該不該參與美國救市〉（《南都》，2008.10.9）中認
為，美國經濟崩塌對中國經濟造成的重大沖擊，是我們為既往過度依
賴高投入和出口的錯誤經濟模式支付的沉重代價。經濟學者馬光遠在
〈「全球最貴股市」是一針清醒劑〉（《南都》，2009.1.15）中認為，中國
內地股市存在諸多問題：「畸形的發行制度，惡意圈錢的再融資制度，
支離破碎的監管，違法成本太低，導致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屢屢受損，
投資者的信心貧血。」經濟學者沈洪溥在〈美國救房市，中國不必學〉
（《南都》，2008.8.3）中認為，「急吼吼地啟動施救政策，不僅無法起到
直接提升民眾福祉，維護經濟穩定的良好作用，反而可能以政府默認
價格合理性的方式，間接為開發商團體輸送利益」。

議題4：風險治理及秩序

時評作者們認為，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市場的關係不平衡，擠佔
了後兩者的邊界，從而誘發了後兩者的失效，並造成了治理的軟弱。
國家治理機制只有通過與日益壯大的市場機制、新興的公民社會機制
的不斷互動，才能形成一個結構緊密、環節眾多、相互進行反思性監
控的現代治理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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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秋風在〈多難何以興邦〉（《南都》，2008.5.28）中認為，災難中
激發出來的同胞意識、仁善之心為支持它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機會和精
神基礎。它使人們更強烈地要求政府在救災時公正、廉潔，打破官民
之間的壁壘。對於金融危機，學者劉煜輝探討〈中國該不該參與美國救
市〉（《南都》，2008.10.19）時認為，政府「只有徹底和過去的模式告別，
通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財富分配上的調整，堅
定地轉向內需消費主導的經濟體，以有利於未來經濟徹底轉型為條件
參與救市，才能不再為同樣的錯誤繼續埋單」。馬光遠在〈價格合理，
房地產才有刺激內需之用〉（《南都》，2008.10.27）中認為，破除中國房
地產公共政策「囚徒困境」的關鍵在於「主動捅破房地產泡沫，從制度設
計上重構，使政府從一個政策的利益方成為中立者」。在〈十大專家的
建議是救市還是在毀市?〉（《南都》，2008.12.2）中他認為，資本市場強
大的真正之道，在於「通過制度的支點，恢復應有的股市公平，建立股
市民主」。

II. 個人

議題1：大寫的人權

學者張田勘在〈死者的歸宿關乎生者的安寧〉（《南都》，2008.5.13）
中認為，為汶川大地震中死難者降半旗志哀，舉行全國統一的悼念，
收集無名遺體的DNA等做法體現了對死者和生命的尊重，和社會文明
程度的提高。陳舊在〈這是一次情感教育〉（《新週刊》，2008.5.22）中認
為，「國家公民從抽象的人民概念裡走出來，成為了一個個鮮活存在的
人」。慈善無貴賤，愛心無大小。朱慧璟在〈這是一次生命教育〉（《新
週刊》，2008.5.22）認為，這次前所未有的劫難「教育人們懂得關愛，懂
得感恩，懂得責任，關愛自己和其他生命」。
時評也指出，災難讓我們看到我們對心靈的呵護和道德的堅持都

十分的脆弱和模糊。災難中情感的重建、心理的援助被提到了重要位
置。何三畏在〈地震廢墟旁復課合適嗎？〉（《南都》，2008.5.27）中認
為，地震中遭受重創的學校在廢墟旁高調復課，「堅強得可怕，而這樣
的堅強，將來會給孩子造成人性的某種缺失」。媒體人王志安〈感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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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產權保護〉（《南都》，2008.6.3），分析捐款排行和指摘富人和部分
企業是鐵公雞的道德撻伐現象。「捐錢相助還要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在
古今中外都是相當罕見的事情。沒有形成對私有財產完全保護的共
識，同時抱着原罪心態看待富人的財產，是逼捐的社會基礎」。

議題2：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之困

知識分子反思危機給當前中國人的生活目標及價值觀念帶來的沖
擊。林奇在〈這是一次災難教育〉（《新週刊》，2008.5.22）中認為，「中
國人歴來是一個忘性很大而且實用至上的民族，災難讓我們重新審視
人和自然、人和人的關係。曾經被詬病的城市人的日漸疏離與陌生關
係，在這次災難面前被守望相助的熱情所沖破。」馬孔多〈我們都是人
類自我膨脹的災民〉（《新週刊》，2008.5.22）認為，中國膨脹的自我與
發展的幻覺把自己變成了自我膨脹的災民。「我們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
間，走完了西方500年走過的路。而這種急急忙忙、粗制濫造地趕制出
來的壓縮餅干，是以耗費了寶貴的能源、破壞自然的生態為代價的」。
哲學家何懷宏在〈聰明超脫生活也可變豐富〉（《新週刊》，

2009.5.19）中認為，「全球化的經濟出了問題，根子可能恰恰在於我們
過分重視經濟和物質生活，而且不講量入為出、量力而行」。媒體人洪
晃〈壞人少了幾個，但並不意味着好人就多了〉（《新週刊》，2009.5.19）
認為，我們「完全接受了美國夢的價值觀念，張開大嘴吞下了『成功』這
粒毒藥。西化的生活樣板和生活常識界定了我們的價值觀。」物欲生活
方式下的中國災民再次站在生活的柺點之上。

議題3：重拾正義與規則

針對中學教師范美忠地震丟下學生跑出教室，事後以「我是一個追
求自由和公正的人」所做的辯解，雜文家鄢烈山在〈「范跑跑」事件的要
害是甚麼〉（《南都》，2008.6.2）中提出，契約意識是一個社會的底線和
共識，恪盡職守的職業道德，比大公無私的道德高調或反道德的本能
低調都更有利於社會發展與和諧。學者景凱旋的〈應當如何理解自由與
責任〉（《南都》，2008.6.7）、學者邵建的〈范美忠事件的「自由」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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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2008.6.8），都在進一步釐清，自由主義不是不加限制，而是
與責任相對應。徐賁引用康德等哲學家及二戰時期猶太人受到救助的
例子探討〈人為甚麼有利他行為〉（《南週》，2008.7.11），認為利他行為
發生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具體領域中，更顯現一個社會的正義水平。
笑蜀在〈永絕三鹿惡之花有待人心改造〉（《南週》，2008.9.25）中認

為，沒有價值上的人心上的堅實支撐，再先進的體制也不會有生命
力。三鹿醜聞的背後，是潛規則與明規則、及現代治理體制的尖銳衝
突。潛規則斬斷了現代治理體制的根系，最終顛覆監管體制，導致了
食品安全監管的空心化。

III. 公民社會

議題1：民間參與和民間自治的必要性

時評作者們指出，無論是救災，還是治理經濟環境、應對經濟危
機，都提出了在中國促進民間參與、打破官民壁壘、喚起公民社會的
力量、實現民間自治的要求。媒體人蕭鋒認為，「趕赴抗震救災一線的
志願者共計20萬人，成了災區人數最多的一支救援力量，也是中國史
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志願者行動。」媒體人梁文道指出，〈公民道德復現
於賑災重建中〉（《南都》，2008.5.23），「大型災害之中，爭分奪秒，不
能把籌碼全押在一個巨型機構上。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在救
災的反應速度，房屋重建、經濟活動、心理健康與社會紐帶的恢復
上，都具備優勢，沒有民間自主力量的參與，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
案恐怕都是不現實的。」學者秋風認為〈房屋重建主體在民〉（《南都》，
2008.6.1），民眾應發揮主導作用，重建決策應當由民眾自己作出，涉
及到公共領域的問題，則應當通過民主、自治的方式集體作出。

議題2：公民社會的基礎：信息公開、相互信賴

胡赳赳、潘濱在〈這是一次傳媒教育〉（《新週刊》，2008.5.22）認
為，汶川大地震後，各家媒體幾乎都派出一線記者採訪。傳達信息，
透明災情，現場報道，這是媒體應有之義。「網絡、博客等民間自發的
報道熱情，個人視角、平民關懷、信息披露，扮演着新聞線人和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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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社的角色。」薛涌在〈以救難超越受難〉（《南週》，2008.5.31）中提
出，希望「無論是救難的還是受難的，都把在這次大難中所領受的陌生
人間的愛當真，並回報給其他素不相識的人。這樣，公民才能建立起
彼此之間的信賴和承擔。每個人都願意生活在由這樣的公民所組成的
社會。」

議題3：政府與民間社會的結合

國際商業顧問吳向宏在〈既獨立於政府，也獨立於市場〉（《南都》，
2008.5.30）中認為，賑災善款使用需要的良好公信力，在目前社會公信
腐蝕，既無法通過政府權力強制建立，也不能通過市場競爭自發實現
的現狀下，應通過社會來達成。陳敏在〈災區重建應以民間主導〉（《南
週》，2008.6.4）中認為，災區重建應以民為主，官民合作。「鼓勵民間
資源介入，用專業NGO擅長的個性化服務與政府擅長的普遍的、均等
化的公共服務形成互補，並逐漸摸索出政府與專業NGO良性互動的長
效機制。民間志願者可發揮在工程進度監管、工程質量監管等方面更
客觀更公正，監管成本低等優勢，杜絕災區重建過程中的腐敗現象。」
學者唐昊在〈公民社會如何確保食品安全〉（《南都》，2008.9.25）中

指出，「政府和企業都靠不住的時候，要最大限度地防範公共危機，就
必須喚起公民社會的力量，促使惟利是圖的企業和遲鈍不前的政府向
正確的方向邁進。」笑蜀在〈權利均衡才能有效抗擊國家風險〉（《南
週》，2008.10.30）中認為，大踏步的國進民退，使全部戰略資源、高端
資源統統集中在政府手上，很少分散風險的空間。一個國家最好的危
機減震器，就是風險分散機制。即在投資驅動和內生驅動之間找到平
衡，讓民間有權參與進來、有力量參與進來，與國家共度時艱。 

VI. 市場

議題1：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帶來社會風險

秋風在〈乳品行業自救之道在於自治〉（《南都》，2008.9.27）中認
為，「中國奶制品行業的墮落在於沒有最基本的自我治理機制的無序競
爭。自救之道在於真正自願而又有效的行業自我治理、關注行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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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運用各種合法、合情、合理的手段維護本行業的秩序。」學者
梁文道在〈毒奶粉事件與品牌泡沫〉（《南都》，2008.9.27）中指出，「改
革開放30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靠的不是苦心經營自己的產
品質量，日積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
流知識及術語，公關廣告，捨本而逐末。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15年中
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泡沫爆破了，是企業道德底線失守的危機。」

議題2：回歸市場根本

學者葉檀在〈房地產業必須刮骨療毒〉（《南都》，2008.10.18）、〈房
市調控矯枉必須過正〉（《南都》，2008.10.12）中認為，「如果不解決引
發市場供需矛盾的根本問題——價格虛高，卻巴望政府救市，對改善
房地產業的盈利模式、化解泡沫風險毫無助益。以危害公共安全和利
益的行為無限要求超市場經濟待遇是不合理的。從這個角度說，無論
開發商的同行上書，還是投機客的退房鬧市，都表明房地產市場供方
和少數買方仍存在嚴重幻覺。」

媒體人王志安〈從公司治理結構看萬科捐款門事件〉（《南都》，
2008.5.27）認為，「對於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來說，做公益、捐善款當然
是善，但尊重公司的管理章程，在既定的游戲規則範圍內行使權力，
同樣是善，製造洶洶民意，強迫王石超越公司授權，貿然宣布更大的
捐款數額，是為了一種善，而傷害另一種善。對於一個現代社會來
說，需要處理的恰是各種權利之間在法律範圍內的有序協調。」

討論及建議

一、知識分子風險論述的空間與邊界

國家中心治理有限性的風險責任歸屬，以及公共利益的風險治理
出發點是媒體知識分子時評的核心表達。媒體知識分子關於社會風險
的論述篇幅，以國家治理議題數量最多，其後依次為個人、市場及公
民社會。時評直指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捆綁，對社會失序負有主要責
任。行政手段失效、司法制度缺失、對市場和公共領域的干預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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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公共利益未能得到充分維護。顯示他們試圖從權力結構、制度構
建等根本性問題上質疑和挑戰目前國家中心治理的有限性。並就此提
出，在保持國家有效性的同時，明確界定個人、公民社會、市場以及
國家的職能，合理地分配風險，建構多中心的、合作式的復合治理模
式。
中國當前危機和風險論述的公共空間隨着危機的頻發和影響巨大

必將擴大。危機發生後，生命的危急、民怨的堆積使政府理性反思的
壓力增大，此時，政府、人民都需要更為理性地釐清真相、尋找出
口、渡過難關。國家權力出於其現實政治需要，給質疑和批判聲音留
下了一定的空間。而中國現時危機中，受到影響最大的除了普通民
眾、草根階層，還有物質生活正在走向富足的中產階層。強烈的危機
和風險意識，帶來整個社會各階層反省的共同需要，也為對體制的質
疑批評提供了輿論的基礎。
關於現代社會風險治理的另外兩個重要環節，公民社會和市場，

知識分子的論述篇幅有限，尤其是對於實現對政府公權力的監督和人
民利益至關重要的公民社會這一議題的論述篇幅最少。但就有限篇幅
來說，時評提出了建立公民自治社會的必要性、以及公民文化、公民
道德等公民社會重要理念，並就在災區重建等具體行動中如何發揮民
間力量給出建議，但對公民社會的體制性建構問題和相應的治理理念
卻不曾涉足。在市場這一治理層面，時評作者們在救市措施、股市房
市崩潰原因等方面，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型、資源配置
方式調整等具體措施，也指出經濟制度設計的真正利益出發點應回歸
到人民，但並未就此將對策引向相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探討。顯見由於
缺少具有一定自治性的社會層面的依托，媒體知識分子的發言空間雖
在社會風險中有所鬆動，能夠歸因政府責任、重申公共利益、建議建
立公民社會，卻無法更進一步做出系統化闡明。

二、以專業智識和常識論述建構風險理性

媒體知識分子中，來自學院的知識精英多有跨越自身領域的制
度、結構、歴史關懷及普世價值觀，反映他們都是入世的積極參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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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發展進程的知識分子。也有作者來自熟悉政府決策、現實規則
及具有專業知識的民間研究機構、還包括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人。
他們沒有單純就危機和風險本身作出功能式的分析，而是運用專業智
識以及理性思辨，為人們認識危機和風險背後暗藏的制度、規則和人
心的變形提供資源。
從論述方式和引述觀點來看，媒體知識分子以西方現代化和後現

代理論為主要思想資源，對西方政治學、哲學、經濟理論等社會科學
往往追溯經典論述，實現的是根本性的制度、理念啟蒙。引用的經
驗、對比個案多為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現代化國家。對政治體制、
司法運作、現代企業規制、人權、平等、民主、正義、人和自然和諧
共存等普世價值做出充分闡發，試圖從社會系統基本價值體系和行為
框架上重塑公共理性。但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批判維度，如積重難返的
中國官場文化、官僚體系、潛規則對市場的侵襲、對個體意識的壓抑
等則論及不多。
面對社會危機和風險，媒體知識分子以公共利益作為基本立足

點，幫助人們用理性的方式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並將對社會風險及
其治理的探尋進入了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行為框架和制度層面，在
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為人們建構新的共識。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是美國的奠基檔之一，美國社會學家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說出版的意義是讓一種想法交之於世，交給公
眾研判思考、再醞釀變化社會的土壤（梁文道，2009）。這些媒體知識
分子對常識、共識的追問和建構，既是針對公共危機開出的現實藥
方，更是運用批判性思維實現多元公共辯論的創造性媒體實踐。

三、在多元形態風險共存中尋找共識

對於如何避免風險，媒體知識分子的論述，也反映了他們對秩序
和前景的判斷，充滿着矛盾的經驗及道德困惑。在傳統社會中，自然
災害是生存的最大威脅，以家庭為核心的血緣共同體是治理的基本載
體；在現代社會，民族國家成為治理結構的中心，一系列現代制度的
建立和技術的應用提高了人類應對自然的能力，也帶來了制度風險和

CSJ15.indb			236 2010/12/30			4:07:02	PM



共識的焦慮

237

技術風險；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風險社會產生，不僅對現代制度
和技術的合法化與有效性提出了挑戰，而且滲透到個人生活之中，轉
化成生活風險（楊雪冬，2006）。
從媒體知識分子的時評中可以看到，中國正處於這三種形態風險

共生的多元化風險社會當中。不僅面臨民族血緣共同體價值觀念分崩
離散的脆弱體系中，國家治理脆弱、現代官僚制度、公共領域、市場
體系都尚未發育完善，同時又遭遇到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不僅個人、
公民社會、國家以及市場的職能需要明確界定，每個領域的結構建
設、價值底線以及內在規則，都需要長期持續的推動和共識。如果
說，全球化時代的風險社會主要面臨的是個體的理性與集體的非理性
的困境，那麼在中國，個體辨別風險、判斷風險和應對風險所需要的
理性，與集體共識的極度缺乏造成了風險的加劇及治理的艱巨。在風
險面前，尋找最低共識、進行合作，突破既有的利益障礙，是保全每
個人的利益、走出困境的基礎。
在媒體知識分子的論述中，體現出共識的焦慮，和焦慮的共識：

它們是現代化與後現代矛盾的糾結，張揚個人主義同個人欲望膨脹的
矛盾；市場的消費陷阱與政府對市場的失察，公民社會的建立與公民
道德與意識的匱乏；西方理想社會治理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喪失；
具體治理和人民的福祉與社會機制的全面潰敗。而這種焦慮正是民主
化社會的先聲，也是未來中國關於危機和風險的公共領域中要推進的
方向，即促使人們更多元、多維、理性地思考和判斷，在具體事實中
獲得一點知識，在多種立場中找尋自己的位置，在進退考量中衡量利
益，從而讓各種浮躁、混亂的社會思潮得以通過協商和鬥爭、妥協和
交融進行沉澱，尋找到風險治理及秩序的真正出口。
本論文運用批判取向，將危機傳播看作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

程，通過媒體知識分子關於的危機和風險的論述，對話語公共性進行
描述和反思。並結合社會、文化領域對風險及其治理的研究，提出了
風險論述的共識集束。而圍繞中國危機和風險的公共領域的現狀和建
構，尚有其他社會階層的風險論述、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話語博弈的變
局、以及官方話語與非官方話語的互搏等研究課題有待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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